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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面对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及生

产成本上升的现实，国内粮食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国际粮食市场供应与流通的稳定性已成为影响

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然而，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现行多边贸易治理框架下存在的规

则失宜、机制失灵、谈判失效等问题被不断放大，叠加以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为代表的

极端事件的持续发酵，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的公信力与有效性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

日趋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和改革滞后的贸易治理体系，我国应在坚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

基础上，努力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积极维护多边机制正常运转、大力推动农业贸易规则改革、加
强区域农业经贸合作、完善国际粮食风险防控机制，与各国一道共同构建更加完备有效的全球农

业贸易治理体系，夯实粮食国际贸易基础，切实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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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作为 ２０２２ 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之一，习总书记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明确强调，要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２０２１ 年，
我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６. ８ 亿吨），实现“十八连

丰”，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４７４ 公斤，远高于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Ｏ）提出的人均 ４００ 公斤“安全线”水平①。 随着

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

需求整体保持刚性上涨，但受制于“人多地少水

缺”的资源硬约束，以及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

升，我国粮食进口占总消费量的比重也由 ２００１ 年

的 ３. ３％上涨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②，外部粮源已不可

避免地成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保障我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叶兴庆，２０２０；倪洪

兴，２０１４；程国强等，２０１４）。
从世界范围来看，面对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在

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不匹配，国际贸易已成为保

障全球粮食安全（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重要手段。 据世

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统计，
全球平均每 ６ 人中就有 １ 人几乎完全依赖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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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获取粮食，且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该比例将提高至

５０％①。 对中国来说，随着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持

续提升，我国粮食进口量（谷物加豆类）的全球占

比也 已 由 ２００１ 年 的 ５. １％ 增 加 到 ２０２０ 年 的

２４. ３％，国际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行也已成为影响我

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然而，随着国际力量对比进入深度调整期，国

际经贸格局也正发生重大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霸权主义势力不断抬头，以 ＷＴＯ 为核心的全球

农业贸易制度体系正遭遇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日
益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不

断恶化的地区局势，对全球粮食生产、国际物流运

输、农资供给均造成了严重冲击，全球粮价高企且

波动加剧，使本就脆弱的全球粮食供应系统雪上加

霜，也对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朱晶等，２０２１）。 有效推动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

系改革，进一步增强其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已到了

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
面对当前日趋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失序滞

后的国际贸易治理，如何推动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

系改革，增强其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能力，已成为

亟需思考与力行的重要议题。 本文在系统阐述全

球农业贸易治理与粮食安全内涵及关联的基础上，
综合研判多边贸易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对粮食安

全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新形势下突发极端事件对全

球粮食安全的冲击，最后从多边贸易和区域合作层

面提出完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保障粮食安全

的中国方案。

二、粮食安全与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

（一）农业贸易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

从粮食安全的定义看，粮食安全不仅指供应的

充分性，还指获取及利用的有效性与稳定性，而农

产品贸易流通体系则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 在

１９９６ 年举行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中，各国对

粮食安全的定义形成了广泛共识，所有人在任何时

候都能通过物质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

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过上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

要和饮食偏好。 遵循这一定义，ＦＡＯ 进一步明确

了粮食安全的四大维度，即粮食供应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
ｔｙ）、粮食获取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粮食利用性（Ｕｔ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与粮食稳定性（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Ｏ，２００５）。 此

外，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退化日益严重与社

会和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的

挑战，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

级别专家组建议在上述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

可持续性（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和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两个新

的维度（ＨＬＰＥ，２０２０）。 其中，可持续性指粮食体

系在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同时不损害保障子孙

后代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的长

期能力；能动性则意味着个体或群体就食用的粮食

种类与粮食体系内粮食的生产、加工和分配方式自

主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以及参与粮食体系政策制

定和治理的能力。
当前，全球 ９０％的粮食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

中国、印度等 ２３ 个国家，但其中半数以上的国家产

量无法满足自身消费。 尽管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大粮食生产国，但人口众多、水土资源不

足、生产成本上升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粮食进口压力

不断加大。 我国粮食消费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 ２ 亿吨增

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 ２ 亿吨，而同期粮食产量则由 ３. ８
亿吨上升到 ６. ６ 亿吨，我国进口量随之攀升，自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１ 亿吨上涨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６ 亿吨，年
均增幅高达 １３. ４％②。

国际贸易流通体系可以有效解决粮食供给与

需求在时空层面的错配问题，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发挥积极作用（见图 １）。 在供应方面，将粮食从过

剩地区转移到短缺地区，有助于优化生产资源的配

置并提高生产效率；在获取方面，增加生产者收入

并使消费者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获得粮食；在利用

方面，有助于实现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满足居民

的营养需求和食物偏好；在稳定性方面，在不确定

因素的冲击下，通过作用于粮食供应、粮食获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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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利用三个维度，使粮食供应更加平衡稳定；在
可持续性方面，通过促进知识、技术和标准的转移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自然资源退化，使粮食安

全体系实现更可持续发展；在能动性方面，提高众

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参与度，缓解由

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粮食选择、生产、加工和销售的

条件限制（ＦＡＯ，２０２１）∗。

粮食安全

规则制定 标准制定 争端解决 政策追踪 推动谈判 市场信息搜集 贸易政策研究 农业贸易援助

全球农业贸易治理

提供粮食供给
优化资源配置
缓解水土退化
传播生产技术

降低国际粮食价格
推动运输网络建设

提供多样、优质、
健康的食品

利用国际粮源
抵御冲击

提升资源利用能力
提升发展中国家
全球粮食体系
构建参与度

供应性
(有足够的粮食
供给)

获取性
(有经济能力和
运输网络)

利用性
(有营养食物和
良好医疗服务)

稳定性
(有抵御风险冲击

能力)

可持续性
(有长期供粮能力)

能动性
(有政策制定和
治理能力)

粮食贸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１　 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框架

　 　 （二）ＷＴＯ 奠定了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的

制度基础

全球农业贸易治理囊括了国际社会关于共同

应对全球农业贸易问题的一系列管理体制、规则、
方法和行动，是维护全球农业贸易市场有序运行的

重要举措和基本路径（Ｒｏｓｅｎａｕ，１９９５）。 在粮食安

全方面，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通过提供稳定的制

度环境、有效的仲裁审议机制、公平的沟通协商平

台，保障全球范围内粮食的充分供给与高效流通，
并在极端事件发生时维护国际粮食贸易体系的平

稳运行。
作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核心，ＷＴＯ 在改善

市场运作方式、加强透明度以及增强全球贸易的可

预测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全球贸易的

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规则制定方面，

以《农业协定》为核心的规则体系为各成员国的农

业与贸易政策确立了一套系统的行为准则，为创造

有序的贸易环境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农业

协定》将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特殊保障

等复杂敏感问题纳入治理框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

化进程，有效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粮食的可供性和可

获性。 此外，ＷＴＯ 允许成员采取卫生与动植物卫

生检疫措施，以确保成员国所要求的食品安全和营

养水平，还对非发达经济体给予了更长的政策过渡

期、特殊的市场准入、普惠制关税等特殊与差别待

遇，有力改善弱势群体获取粮食的能力。 国际规则

的“有法可依”，防止了“强权即公理”的局面出现，
为粮食贸易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仲裁审议方面，争端解决机制和政策审议机

制在保障规则约束力、提升政策透明度、解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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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等方面为国际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发挥了保驾

护航的作用。 一方面，争端解决机制鼓励成员通过

双边磋商解决贸易争端，使成员间的经贸合作更为

稳定。 同时，该机制能够有效遏制部分成员国在粮

食贸易等方面的违规行为，推动贸易纠纷的公正、
高效解决，维护成员国粮食安全的利益。 另一方

面，政策审议机制通过提高成员国粮食贸易政策公

开化、透明化程度，缓解贸易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降低贸易成本，有助于改善全球粮食贸易环境。
争端解决机制的“硬约束”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

“软约束”共同强化了国际规则的执行力。
在磋商谈判方面，以部长级会议（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Ｃ）①为代表的沟通交流平台在维护多

元化主体利益诉求、保障发展中国家权益、推动粮

食安全相关议题谈判方面发挥了居轴处中的作用。
作为包含 １６４ 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

及不同宗教信仰成员国的全球性沟通磋商平台，其
商议结果由所有成员国共同决定。 这种广泛的代

表性与强大的包容性决定了 ＷＴＯ 磋商谈判平台既

是完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有力支撑，也是消弭世

界不公、无序竞争的最优选择。
除 ＷＴＯ 外，其他国际机构也在始终致力于推

动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市场信息

搜集方面，国际谷物理事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ｉ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ＧＣ）和 ＦＡＯ 通过搜集、整理、分析和传播

世界粮农贸易信息，提高粮食市场透明度。 政策研

究方面，经合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ＣＴＡＤ）、ＩＧＣ 和 ＦＡＯ 通过分析国家农

业贸易政策的变化，研究其对农产品贸易市场的影

响，为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发展提供借鉴。 标准制

定方面，ＦＡＯ 和世界卫生组织创建食品法典委员

会（Ｃｏｄｅｘ 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Ｃ），制定国

际食品标准和行为规范，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并确

保公平贸易。 国际援助方面，世界粮食计划署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ＦＰ）、ＦＡＯ 和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Ｂ）通过向受冲突、灾难和气候变化

影响的人们提供粮食、食品、资金和技术援助，助力

消除饥饿和促进粮食安全，加速全球农业产业

发展。
此外，作为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区域合作机制因

其条款更深度化、谈判效率更高、议题涵盖更广等

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青睐。 区域贸易

体制不仅在规则深度层面提升了保障力度，更拓展

了全球粮食治理的保障范围，在平衡各方利益、深
化规则效力及稳定粮食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是当前各国全面参与全球农业贸易治理、切实

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补充路径。

三、农业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

增长普遍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势力

不断抬头。 国际贸易秩序在少数国家的干扰和破

坏下，开始出现裂痕，现有规则失宜、机制失灵、谈
判失效等问题被不断放大，ＷＴＯ 正面临成立 ２７ 年

来的最大危机。 此外，气候灾害、新冠疫情、地缘政

治动荡等极端事件影响叠加，也在不断考验着全球

粮食供应链韧性，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多重挑战。
（一）多边贸易治理规则失宜

当前，全球农业贸易规则失宜问题，突出表现

在国内支持政策、出口限制措施和国家安全例外条

款的概念模糊、条款过时、规则滥用和包容度欠缺

等，对全球农业贸易的影响极为严重，已不再适宜

新形势下经济贸易发展。
国内支持政策弹性空间不足。 长期以来，国内

支持一直是国际农业谈判的核心议题，也是引起争

议最多的领域。 为减少国内支持对国际农贸市场

的扭曲，ＷＴＯ《农业协定》规定各成员国需逐步削

减“黄箱”政策的实施空间，同时给予“绿箱” “蓝
箱”“发展箱”及微量允许政策一定的存在空间。
虽然《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政策的使用做出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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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规范，但各成员国的政策权益并不对等。 在

１９５０ 亿美元的综合支持总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占比分别为 ９２％和 ８％，其中欧盟 ２８ 国便占

据了总量中的一半以上（ＦＡＯ，２０１５）。 此外，由于

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导致“绿箱”政策的范围失

之过宽，面临不断被滥用的风险。 美国和欧盟等发

达国家为规避综合支持量的削减承诺，经常将“黄
箱”支持转化为“绿箱”支持，进一步扩大了其国内

支持的空间。 而大多数发展中成员仅被允许使用

微量允许水平之内的“黄箱”支持，且常因技术、财
政和管理能力不足以及产量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

“绿箱”和“蓝箱”支持。
农产品出口限制规则界定模糊。 为防止或缓

解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ＷＴＯ 允许成员

国临时实施出口禁止或者限制措施，但在具体条款

中未明确定义“严重短缺”程度和“临时”的具体期

限。 而部分出口国在国内供应正常的情况下，仍会

出于某些原因实施持续时限较长的出口限制措施。
同时，《农业协定》规定各国在实施出口限制措施

时，应充分考虑对进口成员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但
由于“充分考虑”等核心概念的界定模糊，无法形

成有效制约。 此外，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实际

情况，《农业协定》给予了非“特定农产品净出口

国”的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允许其在实

施出口限制措施时不需提前通知 ＷＴＯ 委员会及与

进口国磋商。 然而，由于“特定农产品净出口国”
的界定标准和具体名单的缺失，导致部分特定农产

品（小麦、水稻等）的主要出口国（如 ２０２０ 年新冠

疫情期间的印度、越南、缅甸、俄罗斯、乌克兰、阿根

廷等各国）在使用出口限制措施时，并未认真履行

其通知与磋商义务。 规则与定义的模糊，导致出口

限制措施被大量不规范使用甚至滥用，危及全球农

产品市场的稳定供给和全球粮食贸易的有序运转。
“国家安全例外” 条款使用限制过于宽松。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已成为全球不断上升的贸易

保护主义和各种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挡箭牌，是当前

威胁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其

赋予成员国较大的自主裁量空间，一国在满足条件

时可拥有高于贸易规则的权力。 然而，实践中不同

国家对于何时可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往

往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存在主观扩大国家安全范

畴，肆意使用例外条款实行贸易保护的情况。 特朗

普政府便正是利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采取了一

系列保护美国产业的贸易限制措施，拉开了全球范

围内经贸摩擦的序幕。 此外，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

中，多国均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取消了俄罗斯

的 ＷＴＯ 贸易最惠国待遇。 可以预见，若所有成员

国都将“国家安全”考虑凌驾于国际贸易规则之

上，贸易保护壁垒的数量将远超当前的水平，而
ＷＴＯ 作为以规则为基础、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

旨的多边贸易组织在这种思维和运行架构下也就

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应有价值。
（二）规则仲裁审议机制失灵

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 作为“皇冠上的明

珠”，争端解决机制在整个 ＷＴＯ 体系中处于核心

地位，是化解贸易摩擦和维护正当权益的强制性、
排他性的合法渠道，为维护和平繁荣的国际贸易秩

序做出了重大贡献（赵宏，２０２１）。 然而，ＷＴＯ 争端

解决机制的瘫痪使农业贸易纠纷难以有效解决，贸
易规则执行力与约束力逐渐弱化，极大增加了国际

粮食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自 ２０１７ 年美国在争

端解决机构例会上否决启动程序以来，上诉机构成

员遴选持续受阻。 随着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最后一

名法官的卸任，上诉机构彻底陷入了停摆的困境，
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未来，多数争议案件的结局将

大概率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倘若这种现象一直

持续和蔓延，多边贸易体制将面临瓦解的危险，而
国际贸易秩序则将重回“以权力为导向”的丛林法

则年代。
政策审议机制缺乏实效。 鉴于《ＷＴＯ 协定》并

不直接作用于成员国的政策制定，世贸组织需通过

政策审议机制来提高各成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与

合规性。 然而，由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未详细规定

审核义务，也缺少监督体系和有效的惩罚措施，成
员国的政策通报履行情况并不理想。 一些贸易政

策尽管在历次审议中反复引起质疑，但却始终未得

到有效改善。
（三）ＷＴＯ 协商谈判机制失效

多元化利益诉求存在分歧。 乌拉圭回合谈判

期间，南北实力的悬殊差异导致《农业协定》变为

发达经济体间利益平衡的产物，而对于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却缺乏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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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贸易总体规模上逐步

趋于平衡，规则不平衡的问题也随之凸显。 发展中

国家希望改革国际经贸规则的呼声日益强烈。
片面的“协商一致”原则极大降低了决策效

率。 ＷＴＯ 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能力、参
与程度、利益关系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

“协商一致”原则有利于引导成员国按照民主方式

进行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弥合分歧、达成共识，保
证规则的全面覆盖，但当成员国间出现立场分歧

时，任何一方都可以使用“一票否决”权阻止协议

达成，使 ＷＴＯ 的立法功能陷于停滞。 ＷＴＯ 部长级

会议便因此屡陷僵局。
农业议题的复杂性、各方立场的尖锐性以及

ＷＴＯ 谈判机制的决策效率低下，使得粮食安全领

域谈判步履维艰。 尽管在 ２００５ 年香港部长级会议

（ＭＣ６）上，各成员在国内支持方面明确了与粮食安

全相关的规定，“发展中成员可以自主指定适当数

量关系到粮食安全、农民生计与农村发展的产品为

特殊产品，可有比其他产品更大的灵活性”。 但

是，如表 １ 所示， 到 ２０１３ 年 巴 厘 部 长 级 会 议

（ＭＣ９）才首次将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单独议题纳入

谈判进程，并达成《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

决议》。 然而由于各成员国对粮食安全公共储备

问题的态度不一，ＷＴＯ 仅将其作为一项临时性、过
渡性方案，没有达成最终协定。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

和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加，提升

了粮食安全公共储备议题的热度，但由于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协商未果，粮食安全公共储备问题迄

今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表 １　 ＷＴＯ 部长级会议农业谈判沿革

时间 议题 国内支持 市场准入 出口竞争 特殊保障机制 出口限制 粮食安全公共储备

１９９６ ＭＣ１ × × × × × ×
１９９８ ＭＣ２ × × × × × ×
１９９９ ＭＣ３ × × × × × ×

２００１ ＭＣ４
提出实质性削减
扭曲贸易的国内
支持

提出实质性改善
市场准入

逐步取消一切形
式的出口补贴

〇 × ×

２００３ ＭＣ５ 〇 〇 〇 〇 〇 ×

２００５ ＭＣ６
确定三个等级来
削减扭曲贸易的
国内支持

采用四个等级来
削减关税

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取
消 农 产 品 出 口
补贴

发展中国家可指
定适量的税目作
为特别产品

× ×

２００９ ＭＣ７ × × × × × ×
２０１１ ＭＣ８ × × × × 〇 ×

２０１３ ＭＣ９ 扩大“绿箱”下的
“一般服务”清单

对未完成的关税
配额实行分期分
额度解决机制

承诺提高所有出
口 竞 争 措 施 透
明度

× ×
建立了免受国内
支持规则约束的
临时机制

２０１５ ＭＣ１０ 〇 〇

发达国家立即取
消所有出口补贴，
发展中成员放宽
至 ２０１８ 年

允许发展中国家
在进口激增或价
格下跌时暂时提
高关税

× 〇

２０１７ ＭＣ１１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２０２２ ＭＣ１２ 〇 〇 × ×
免除 ＷＦＰ 人道主
义粮食采购出口
禁令或限制

〇

　 　 注：“×”表示没有进行谈判；“〇”表示该部长级会议就该议题进行谈判但是无成果，有内容表示取得明确成果；ＭＣ 农业谈判历史

上共涉及 ８ 个议题，包括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特殊保障机制、出口限制、粮食安全公共储备、棉花与卫生检疫措施（ＳＰＳ）。
但由于棉花议题与粮食安全无关，ＳＰＳ 议题仅在 ＭＣ１１ 进行了谈判且无成果，故在此表不作展示。 Ｍ１－Ｍ３＆Ｍ７ 没有涉及农业相关

谈判

资料来源：根据历届部长级会议资料整理。 ＷＴＯ.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ｅ ／ ｍｉｎｉｓｔ＿
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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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对突发外部冲击能力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极端气象灾害频繁发

生和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等“黑天鹅”“灰犀牛”
事件为全球粮食市场增添了极大的外部不确定性，
对全球农业贸易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去两

年里，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采取的防疫措施导致全

球供应链处于高压状态，粮食可获性大幅降低。 美

国联邦储备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ＧＳＣＰＩ）已较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时增长 ５５ 倍。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该指数更是创下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４. ５），比正常水平高出约

４. ５ 个标准差。 全球范围内港口吞吐能力的严重

不足，叠加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运营问题严重影响

了货物正常到港①。 丹麦咨询机构 Ｓｅ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ｐＳ 的分析显示，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份全球只有约 ４０％
的集装箱货船准时到达港口，平均延误时间超过 ６
天，远不及疫情暴发前的可靠性水平，加之集装箱

运输设备严重短缺、运费持续上涨，全球粮食运输

严重受阻。
随着极端气象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明显

增加，全球粮食市场的供给侧压力持续升高。 发生

在粮食出口大国内的极端自然灾害，将直接导致国

际粮食市场动荡，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２０２１ 年夏

季全球小麦主产国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都遭遇了

极端干旱天气的冲击。 全球第一大小麦出口国俄

罗斯产出下降 １５％，第二大小麦出口国美国春小麦

收成同比下降 ４１％，创 ３３ 年来的最低产量，而第三

大小 麦 出 口 国 加 拿 大 小 麦 产 出 将 下 降 ２４％
（ＵＳＤＡ，２０２１）。 此外，出于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

需要，在粮食歉收时，产粮国往往会采取紧缩型粮

食政策，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完整性造成威胁。
此外，全球安全状况显著恶化的也已成为影响

全球农业贸易体系顺畅运行的关键性因素（ＷＦＰ，
２０２０）。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类冲突数

量不断上升，程度持续加剧，时间越发持久。 国家

冲突、非国家冲突、单边冲突已分别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８、３２ 和 ２１ 次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６、７２ 和 ４１ 次，增
幅分别高达 ４７％、１２５％和 ９５％②。 ２０２０ 年全球军

费开支已经上升到冷战结束前的最高水平③。 另

一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粮食生产国也时常是地

缘政治冲突的主角，其粮食产量占全球粮食总产量

的平均比例为 ４０％左右，在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

５０％（见图 ３）。 地缘政治冲突造成的供给波动将

直接推高国际粮价，这会对一些依赖外部粮源的国

家（地区）的财政预算造成极大负担，削弱其购买

力和获取食品的机会，甚至诱发社会和政治动荡。
而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更是将地区冲突对全球

粮食贸易影响的担忧推向了高点。 粮农组织总干

事屈冬玉在最新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粮食

和油籽生产供应链与物流中断以及对俄罗斯出口

的限制措施，将对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④。

四、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加剧推升贸易治理体系改革需求

　 　 在粮食供给不稳定、价格震荡上涨、供应链韧

性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正面临更

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ＦＡＯ，２０２１）。 联合国粮农组

织（ＦＡＯ）、国际农业发展基金（ＩＦＡＤ）、联合国儿童

基金 会 （ ＵＮＩＣＥＦ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ＷＦＰ）和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等机构共同发布

的报告指出，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自 ２０１８ 年来已连

续三年增长，２０２０ 年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２３. ７
亿）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涨幅高达 １５. ６％。 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在粮

食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发挥面临阻碍，其改革转型已

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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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ｈｔｔｐｓ： ／ ／ ｊｉｎｇｊｉ.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０ ／ ＡＲＴＩＮＥｂｏＫｌｆＣＵ３ＶＳＣＳｘｇ１０ｎＫ２２０１１０. ｓｈｔｍｌ
国家冲突：冲突双方至少一方是一国政府，并在导致一年内至少 ２５ 人死亡；非国家冲突：两个有组织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之间使用武

力，并导致一年内至少有 ２５ 人死亡；单边冲突：国家政府或组织团体蓄意对平民使用武力，并导致一年内至少 ２５ 人死亡。 ＵＣＤＰ 冲突数据

计划，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ｄｐ. ｕｕ. ｓｅ ／
ＳＩＰＲ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 ａｒｍｓ－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ＡＯ. Ｎｅｗ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ｈ ／ ｃ ／ １４７６５０６ ／



（一）全球粮食供应能力受阻，亟需变革现有

贸易治理规则

当前，全球粮食生产能力因新冠疫情全球肆

虐、极端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和地区紧张局势被不断

削弱，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规则方面存在的严重缺

陷更是加剧了粮食供应不足的紧张局面。 出口限

制措施被大量违规使用，阻碍了粮食贸易的正常运

行，危及全球粮食供给稳定。 新冠疫情暴发后，多
国在未履行提前通报义务的情况下，直接宣布限制

或禁止农产品出口①，致使全球 ３４％的主粮贸易受

到影响（见表 ２）。 其中，印度、越南和缅甸等 １８ 国

对大米的出口限制影响了全球 ５０％（１３３. ７ 亿美

元）以上的大米贸易；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等

１５ 国限制小麦出口， 全球 ３２. ５％ （ １４２. ７ 亿美

元）的小麦贸易无法正常开展；尽管对玉米实施出

口限制的 １４ 国各自在全球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小，
但仍然涉及到全球 １８. ６％（５５. ７ 亿美元）的玉米贸

易。 在实施出口限制的国家中，俄罗斯、乌克兰、越
南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粮食进口来源国，更是我国实

施粮食“进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支撑国。 相关国

家出口限制措施的实施，使得我国外部粮源获取的

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也对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

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新形势下，应积极推动完善与

改革出口限制规则，尽快明确关键概念的界定、建
立监督机制、出台惩罚性条款等，才能有效破除体

制障碍，提升全球供给稳定性。

表 ２　 疫情期间对重要农产品实施出口限制的国家（地区）及所占全球出口份额

农产品 实施出口限制的国家（地区） 受影响的贸易额
（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
份额（％）

大米
欧盟、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俄罗斯、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柬埔
寨、喀麦隆、冈比亚、约旦、科威特国、吉尔吉斯共和国、罗马尼亚、塔吉克斯坦（１８ 个） １３３. ７ ５４. ３

小麦
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阿根廷、阿曼、安哥拉、巴基斯坦、北马其顿、吉尔
吉斯共和国、科威特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约旦（１５ 个） １４２. ７ ３２. ５

玉米
欧盟、阿根廷、安哥拉、巴基斯坦、俄罗斯、冈比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喀麦隆、科威特、
罗马尼亚、苏丹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约旦、赞比亚（１４ 个） ５５. ７ １８. ６

棕榈油 安哥拉、巴基斯坦、冈比亚、科威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约旦（７ 个） ２８２. ３ ８３. ７

蔬菜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叙利亚、阿曼、埃及、安哥拉、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冈比亚、洪都
拉斯、土耳其、科威特、萨尔瓦多、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约旦（１６ 个） １２. ４ １. ７

糖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安哥拉、巴基斯坦、菲律宾、冈比亚、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威特、墨
西哥、塞尔维亚、约旦（１１ 个） １６. ８ ５. ７

其他 欧亚经济联盟、印度、伊朗、肯尼亚、马里、塞舌尔、南非、泰国（８ 个） １２３. ８ ０. ９

　 　 注：“占全球出口份额”是指占全球该类产品出口份额，以 ２０１７ 年出口金额数据为基准

数据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而得

　 　 在国内支持方面，现有规则暗含的“双重标

准”正蚕食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部分粮食产量

不具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充足、公平的支持政策

空间来保障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以中国为例，随着

生产成本逐年上升，为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我国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连续提高稻谷、小麦等农产品最低

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黄箱”支持水平也因

此大幅增加。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美国以中国在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对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主粮生产者提供

的国内支持超过了中国入世时的农业补贴承诺为

由，要求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组进行审查。
ＷＴＯ 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做出裁决结论：驳回美国对玉

米补贴的诉讼，同时裁定中国对小麦和水稻支持力

度超过 ８. ５％的微量允许水平，违背入世承诺②。
ＤＳ５１１ 案的审议结果标志着，中国的“黄箱”支持空

间已所剩无几，已很难继续以原有国内支持方式以

应对国际价格下降对国内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
相较而言，ＷＴＯ 规则却为发达国家保留了充裕的

国内支持政策空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达成员是被

允许提供远高于微量允许水平的国内农业补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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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共有 ２２ 个国家先后实施粮食出口限制措施。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ｐｒｉ. ｏｒｇ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ｆｏｏｄ－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ｃｋｅｒ

②　 ＷＴＯ，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５１１＿ｅ. ｈｔｍ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国会研究局估算，在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其经微量排除后的“黄箱”政策支持量分

别为 ３０２ 亿美元和 ２７４ 亿美元，超出 １９１ 亿美元综

合支持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ＭＳ）限额

的 ５８％和 ４３％（ＣＲＳ，２０２０），对全球农产品生产和

贸易的扭曲影响不可谓不明显。 因此，为保障发展

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和稳定全球粮食供应，推动世贸

组织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改革已成迫切需要。
（二）全球粮食可获性减弱，亟需构建国际物

流与价格稳定机制

新冠疫情与地缘冲突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国际

物流不畅及运费大幅上涨导致粮食可获性下降，对
构建更加完备的运输与市场协调机制提出更高要

求。 为切断病毒传播链条、降低疫情跨区域传播风

险，各国实施了国内交通管制、边境封锁、境外出行

限制以及货轮停运等一系列管控措施。 防疫措施

严重阻塞了粮食在产区、储备区以及港口区等之间

的物流通道，粮食主产国和出口国的物流费用节节

攀升，国际粮食商品价格因此大幅上涨（见图 ２）。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全球集装箱运价已由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的

１５１４ 美元增长至 ９８０６ 美元， 增长了 ５. ５ 倍①。
２０２１ 年，运费上涨 ３ 倍导致全球粮食进口费用突

破 １. ７５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４％②。 低收入国家

其粮食约占消费篮子的 ５０％和进口贸易的 ２０％受

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最大③。 据 ＦＡＯ 预测，在关键

运输环节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全球将有超过 ８. ４５
亿人因粮价上涨而陷入贫困，其中包括 １. ５ 亿极端

贫困人口④。 为此，亟需推动在国际粮食运输环节

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构建稳定的国际粮食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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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ｋ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ｌｏｇｓ. ｏｒｇ ／ ｎｙ－ｆｅｄ ／ ２０２２ ／ ｆ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２

图 ２　 谷物价格指数和供应链压力指数

　 　 国际粮食市场缺乏充分竞争，寡头垄断势力导 致粮食价格波动风险提高是影响粮食可获性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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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键因素，亟需构建粮食价格稳定机制。 当前，
国际四大粮商依托强大的市场运作能力和经验优

势，控制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

游市场渠道与供应，控制着全世界 ９０％的粮食交易

量，牢牢掌握着全球粮食定价权（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９）。
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制衡和摆脱国际粮商约

束的手段和能力，粮食贸易仍需通过跨国大粮商进

行采购，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带来的成

本提升和风险输入。 价格波动会对粮食安全产生

巨大影响，不仅会影响家庭收入和购买力，还会使

贫困及饥饿人口增加。 随着“粮食金融化”的趋势

愈发突出，全球粮食价格极易受到投机资本炒作的

影响，尤其是在全球粮食贸易动荡期，跨国粮商的

投机行为更是造成国际粮价波动加剧的主要因素。
因此，国际社会需尽快合作建立对跨国粮商的监管

机制和粮价平抑机制，降低价格波动损害全球粮食

安全的风险。
（三）全球粮食安全稳定性下降，亟需建立全

球粮食贸易应急保障机制

随着全球粮食供应链的深度融合，粮食安全的

保障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参与。 然而，地缘冲突不断

升级导致的生产停滞、禁航禁运等问题极易引发全

球粮食供应危机，也凸显了粮食供应链韧性不足。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一直处

于动荡不定的局面，冲突持续加剧。 发生武装冲突

的国家和其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份额也持续增长，
分别由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年均 １６ 个和 １８％增长至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 ２７ 个和 ４０％（见图 ３）。 尤其是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治理体系的失衡，
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发生冲突国家的粮食产量

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份额在个别年份甚至超过

了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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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地缘冲突与粮食安全

　 　 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便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

升级加剧全球粮食稳定性风险的又一典型案例。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世界粮食贸易中均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尽管两国小麦与玉米总产量分别仅占

全球产量的 １４％和 ４％，但却供应了国际市场 ３０％
的小麦和 ２０％的玉米。 俄乌战争一方面致使俄罗

斯遭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粮食出口量骤降；另一

方面导致乌克兰港口被迫关闭、油籽压榨作业暂停

和出口受到管制。 两国近 １３５０ 万吨小麦和 １６００
万吨玉米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分别占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

预期出口的 ２３％和 ４３％（ＷＦＰ，２０２２）。 亚美尼亚、
蒙古、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几乎所有小麦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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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

朗小麦进口中的 ６０％以上来自俄乌两国①。 据联

合国预测，此次冲突可能导致 ７６０ 万～１３１０ 万人陷

入饥荒。 其中，在以乌克兰为主要小麦进口来源地

的 １４ 个国家中，埃及、也门等国已陷入粮食供给无

法保障的局面②。
此外，俄乌冲突还引发全球化肥等农资生产成

本上升和供应短缺，为粮食市场的稳定带来了全新

挑战。 作为粮食生产所必需的战略性资源，俄罗斯

是钾肥的主要出口国，产量约占全球的 ２０％。 随着

俄罗斯宣布中止钾肥出口，全球化肥供应立刻陷入

紧张态势。 另一方面，冲突、制裁带来能源价格高

企，进一步推高了化肥生产成本，全球化肥价格涨

幅达 ３０％，使得本就脆弱的粮食生产系统遭受巨大

打击③。 外部冲击与压力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尽

快提升全球粮食系统韧性敲响了警钟。 妥善处理

好国内支持政策与粮食公共储备政策间的关系，尽
快建立以永久性粮食安全公共储备方案为代表的

贸易治理应急反应手段，是保障不确定性持续升高

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四）全球粮食安全紧迫性上升，亟需提升各

方参与度与谈判效率

全球范围内粮食安全紧张局势的持续升温，凸
显了在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中对拓展参与主体、
联合各方力量，提升谈判效率，尽快推进改革的迫

切需求。 作为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有效补充，ＲＴＡ

因其兼具谈判效率、规则深度和规则广度等方面的

优势，正日益成为各国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参
与全球农业经济治理的新思路。 在谈判效率上，相
较于多边贸易协调的“一揽子协定”原则，区域经

济合作覆盖国家更少，协调机制更灵活，因而更易

达成一致；在规则深度上，ＲＴＡ 对部分贸易规则进

行了远超 ＷＴＯ 的详细规定和严格约束；在规则广

度上，ＲＴＡ 涵盖的贸易规则已远多于 ＷＴＯ 所覆盖

的范围。 截至目前，ＲＴＡ 数量已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７ 个

增加至 ３５４ 个。 然而也应注意到，ＲＴＡ 存在的深度

不足、覆盖国家不全面不平衡等问题，尤其是缺乏

对一些弱势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在此形势下，各国

应尽快推动区域贸易治理体系改革，加强规则条款

的深化与完善，发挥 ＲＴＡ 在全球治理中的巨大

潜力。
此外，尽管 ＷＴＯ 正面临规则失宜、仲裁审议机

制失灵、协商谈判机制失效以及应对突发外部冲击

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边治理

所体现的平等、互利、开放精神，是以共同利益为价

值导向的多方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重要方式，对
于维护全球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各国

积极履行成员国义务，维护 ＷＴＯ 的正常运转，在尊

重他国切身利益的前提下，优化“协商一致”的谈

判原则，尽可能提升 ＷＴＯ 谈判效率，健全全球范围

内粮食的充分供给与高效流通的制度保障。

五、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改革与中国作为

　 　 尽管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情绪抬头，且对全

球农业贸易治理体系运行效率与应对突发事件能

力的质疑不断涌现，但从产业链地位和发展中国家

粮食安全转型的实际需求来看，粮食安全治理的多

边主义需求依然高涨。 作为支持多边主义和实施

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中国应主动承担起全球

农业贸易治理责任，积极参与治理体系改革，贡献

中国智慧和力量，增强国际粮食市场话语权与主动

权，有效应对我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遇到的阻碍，
提升对新型国际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 具体而言，
可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一）推动ＷＴＯ 机制改革，夯实全球贸易治理

体系基础

我国应积极推动 ＷＴＯ 运行机制符合当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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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需求，更好发挥多边农业贸易治理职能。 争端

解决方面，应呼吁 ＷＴＯ 应尽快完善大法官遴选

机制，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转；若成员国对上

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存在质疑，应坚持通过全体成

员投票的方式进行决议。 政策审议方面，应倡导

各成员国积极履行通知义务、落实透明度原则；
倡议设立监督机构进一步保障审议机制的有效运

行，并构建贸易政策审议结果的反馈机制，管控

贸易政策分歧、协调成员方形成共识，促进农业

贸易政策谈判和争端解决。 协商谈判方面，应提

议 ＷＴＯ 在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适当

给予谈判规则一定灵活性，适度放开“一揽子协

定”的要求；积极总结积累各国贸易治理经验，探
索推动 ＷＴＯ 多边谈判机制的规范合理运行，确
保谈判的公平开放和最惠国待遇的适用，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
（二）推进贸易规则变革，构建公平开放的粮

食贸易秩序

当前，多边贸易治理规则失宜问题明显，我国

应坚持维护非歧视、开放等多边贸易体制核心价

值、捍卫发展中成员国权益，在充分保障“粮食主

权”的前提下，针对目前农业贸易治理体系规则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改革意见。 国内支持方面，
应呼吁 ＷＴＯ 重新界定并明确“蓝箱”和“绿箱”措
施，防止成员国利用规则漏洞，将协定所禁止措施

转化为合规措施；逐步削减并取消具有贸易扭曲性

质的国内支持措施，纠正 ＷＴＯ 农业领域存在的规

则不公问题。 出口限制方面，应推动 ＷＴＯ 明确出

口限制措施的相关概念，将条款中关键概念的界定

及指标厘清，并出台具体且严格的惩罚性条款，确
保出口国遵守现有规则。 出口竞争方面，应助力

ＷＴＯ 细化和更新对出口竞争的监测和透明度要

求，适当考虑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能力限制。
特别保障机制方面，应强调 ＷＴＯ 加强对现有特殊

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执行和监督力度，帮助发展中成

员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价值链。 粮食安全公

共储备方面，应助推 ＷＴＯ 加强谈判磋商，合理扩大

粮食定义范围并尽快建立长效解决机制。
（三）发挥 ＲＴＡ制度优势，强化保障粮食安全

的重要作用

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补充，与粮食安全相

关的出口限制和投资条款正逐渐被纳入越来越多

的 ＲＴＡ 中。 中国在开展区域经贸合作时，应通过

签订合理的 ＲＴＡ 来构建稳定的粮食贸易关系，强
化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充
分利用 ＲＴＡ 对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严格、清晰的界

定，包括禁止区域内国家实施出口限制，明确使用

出口限制的具体标准等方式，在合作框架内建立规

则和约束机制，避免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过度的出

口限制措施扰乱正常粮食国际贸易。 另一方面，加
大对于投资规则深度的关注，通过与发达、发展中

经济体缔结深度的投资协定，更大程度提高投资便

利化水平，降低投资成本，提升“走出去”企业对外

投资成效。 同时，抓住 ＲＣＥＰ 带来的机遇，借助更

加开放、高效、透明的投资政策市场环境，加强区域

农业项目投资合作，打造示范农场、作物种植园，强
化水利、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东道国粮食生

产能力和运输效率。
（四）拓展区域经贸合作范畴，提升防范化解

外部风险能力

中国应充分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中东欧

“１７＋１”合作、ＡＰＥＣ 等区域合作组织加强与周边国

家合作，共同推进建设稳定畅通的区域粮食产业

链、供应链，提高防范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 在灾

害预警方面，积极强化与区域经贸合作成员国气象

部门和粮食种植技术部门的通力协作，在数字农

业、粮食生产技术经验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并利

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完善区域合作框

架下气象灾害的防灾、抗灾和救灾三大体系，在技

术上有效预防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造成的打击。
在物流运输层面，大力推动建设收储、仓储、港口、
船运等方面的战略性物流通道，切实提升沿线国家

农业基础设施水平，有效抵御国际供应链中断风

险，大幅降低粮食贸易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
在地缘政治层面，努力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提前

辨识和实时监测，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及应急预案，
确保在地缘政治事件发生时，能够采取有效保障国

内粮食稳定供给和外部粮源获取的应对措施，减少

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灾难性粮食危机发生的概率；同
时加强与区域内政治相对稳定国家的粮食贸易合

作，拓展粮食进出口多元化格局，从源头上降低地

缘政治导致的粮食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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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建风险预警与储备体系，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风险可防可控

防范化解外部风险不仅要加强区域合作机制，
同时也要打好自身基础，提升我国粮食安全风险监

测和防范能力。 一方面，要做好全球粮食市场的监

测、研判、预警等基础性工作。 我国应加大信息化

数字平台建设力度，建立健全国际贸易平台粮食信

息监测预警系统，设立国际贸易中粮食供应链安全

信息互通共享与综合调度中心，加强对全球粮食生

产波动率、粮食储备量、粮食价格波动率等预警指

标体系的监测。 另外，要完善粮食安全信息共享机

制，就气候灾害监测、地缘政治风险、物流运输压力

及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等方面，推进粮食一体化大数

据系统建设，增强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预警能

力，从而提高粮食安全风险预判能力，分散和化解

来自国际粮食市场的进口风险和其他输入性风险。
另一方面，改革国内的粮食流通体系、储备体系，提
升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运
得及。 针对急需紧缺性进口粮，充分利用区域性粮

食紧急储备合作机制，促进国家间粮食安全合作，
通过连接进口机制和全球供应链，建立重要粮食商

业储备调节机制作为国家储备的有效补充，形成国

储、商储相结合的重要粮食储备调节和保障体系。
此外，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立储备质量和数量实时

监测制度，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

等突发事件对粮食生产与贸易的冲击，全面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保障粮食市场安全稳定。
（六）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力度，增强粮食市

场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为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应主动履

行大国国际责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深度

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一是扩大国际经贸合作

范围，推动生产和贸易的跨界流动，携手克服粮食

供应、食物安全、病虫害、气候环境等挑战，减少因

粮食运输及分配阻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是树

立“大粮食安全观”，构建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鼓励国内涉粮企业“走出去”，对标国际四大粮商，
培育我国的优势出口企业，引导部分有条件的粮食

企业组建“产业联盟”抱团出海，建立稳定的海外

粮食生产和供应基地，为进一步掌握粮食市场话语

权奠定基础。 三是培育国内商品交易所，使其快速

成长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期货市场，提升对资

源性、战略性重要农产品市场的国际定价权，摆脱

国际垄断粮商的长期约束。 四是完善粮食安全对

外援助计划并细化援助内容，加强实行东道国和母

国对跨国粮商的共同监管模式，以实现国际粮食地

缘供需平衡。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ＲＳ. Ｕ. Ｓ. Ｆａｒ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ＷＴＯ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８ ｔｏ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２. ＦＡＯ，ＩＦＡＤ，ＵＮＩＣＥＦ，ＷＦＰ，ＷＨ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３. ＦＡＯ.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２０１５
４. ＦＡ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１
５. ＦＡＯ.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０５
６. ＨＬＰ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２０３０. Ｈｉｇｈ Ｌｅｖ. Ｐａｎ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２０２０：１１２
７. Ｒｏｓｅｎａｕ，Ｊ. 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９９５：１３～４３
８. ＵＮＣＴＡ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２０１９
９. ＵＳＤＡ. ＷＡＳ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
１０. ＷＦＰ. Ｈｕｎｇ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１１. ＷＦＰ.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２０２２
１２. 程国强，朱满德 . 中国农业实施全球战略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框架 . 改革，２０１４（１）：１０９～１２３
１３. 倪洪兴 . 开放视角下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再思考 . 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１４（２）：５０～５１
１４. 叶兴庆 . 加入 ＷＴＯ 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性调整 . 改革，２０２０（５）：５～２４
１５. 赵　 宏 .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２５ 年：辉煌、困境与出路 . 国际贸易，２０２１（１２）：４～８
１６. 朱　 晶，李天祥，臧星月 . 高水平开放下我国粮食安全的非传统挑战及政策转型 .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１）：２７～４０

—６１—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２０２２年第 １１期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ＺＨＵ 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ｈｕａ，ＸＩＥ Ｃｈａｏ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ｇｒ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ｓ ｅｘ⁃
ｐａｎｄｉｎｇ，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ｒｉｇ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ｕｎｈｅａｒｄ－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ｉｔ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ｒｕｌｅｓ，ｆｒａｇｉｌｅ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ｌｅｓ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ｈａｖ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ｅｘ⁃
ｔｒｅｍｅ ｅｖｅｎｔ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ｈａｖ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ｗｈｉｌｅ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ｌ⁃
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ｂｕｉｌｄ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ｓｋ；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责任编辑：吕新业

—７１—

　 　 朱　 晶等：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与中国粮食安全


